
照镜，秦军带来的风俗

越人本没有镜。秦人来了，他们带

着铜镜来了，后来，南越人便也学会“照

镜”了。

铜镜，岭南文化变迁的载体。

在《南越国铜镜论述》（以下简称
《论述》）中曾有言：“铜镜作为反映岭南

文化变迁的载体，从某个侧面，体现了

汉文化对越人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

全洪介绍，在典型的越人墓里都不见或

少见铜镜，表明越人没有使用铜镜的习

惯。他特别向记者强调：“岭南出现铜

镜，时间上限要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
元前219年）说起。”

岭南出现铜镜，由秦始皇“略定杨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

杂处”开始，是秦军带来的风俗。《论述》

中认为，“秦统一岭南和赵佗建立南越

国以后，越文化逐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

同化。也就是说，南越出现铜镜不是一

般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现

象，而是由于文化同化所造成的。”

全洪进一步向记者说明：“同化是

文化人类学的术语，现在更多是用‘文

化融合’来表述这种从生活习俗到思想

意识的变化。”

记者也留意到《论述》中所提及的

“文化影响的波次现象”，就是，当时，以

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

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新的

文化由此传播出去，越靠近中心地带，

受此文化的影响就愈大，越远则越小，

所以，“广州发现的铜镜最多，贵县、贺

县、肇庆等地也有，岭南的东部、东北

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就未发

现铜镜，也没有典型的汉越融合的文化

特征。”

“与时俱进”的铜镜
是“断代”的好工具

那么，这个时期的岭南铜镜，又是

如何分类的呢？

《论述》从器物类型学角度，大致将

其分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秦代、秦

汉之际-文景时期以及武帝时期四个历

史时期。在南越国时期则可分作秦汉

之际、文景时期和武帝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镜式主要是战国和秦代

的铜镜，是秦兵、汉军和南迁的中原人

带来的，镜型有素地镜、山字纹镜、龙凤

纹镜和带托镜等；第二阶段的镜子有龙

纹镜、蟠螭纹镜和彩绘镜等；第三阶段

的镜式以草叶纹镜为主，这种镜可能在

景帝后期或武帝初期就产生，到武帝中

期铸行五铢后定型，成为汉式镜的典型

代表。”

当时，发现于广州、贵县、贺县和肇

庆等地的南越国时期铜镜，有120余枚，

“我依据镜背的纹样把它们分为14种类

型，时至今日，随着出土数量的增加，这

14种分型，是依然适用的，”全洪对记者

说。

他说：“铜镜阶段性的划分，再结合

其他文化因素和考古材料，对分析判断

南越墓葬的年代有很大帮助。这也是

我们选择铜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

原因。因为它的时段性非常明显。从

考古器物类型学角度来说，铜镜与其他

带铭文的铜器一样，对断代分期或者分

阶段有重大指标性意义。”

众所周知，陶器是分期断代的主要

器物，“但陶器使用时间延续较长，也就

是说，有些器型、纹饰的变化会较显‘迟

钝’——可能已经进入不同时期了，但

上一个阶段的陶器仍被使用。铜镜的

样式变化则较为迅速，这与上层意志以

及审美观念有关。例如，楚镜有其自身

风格；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当然就推

行秦镜；到汉朝建立，自然也会相应改

变、出现‘天地人’等纹饰元素。”

全洪举了一个铜镜“与时俱进”的

例子——

汉代“规矩纹”镜，又被称为“博局

纹”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对自然

的理解；到了西汉中晚期，求仙、求长生

不老的思想由高层贵族慢慢向大众普

及，所以西汉晚期或东汉时，描绘神仙

的纹饰就在铜镜上出现。铜镜上的纹

饰反映了时人的思想意识。

铜镜，“王的收藏品”

铜镜不仅可以“断代”，还透露着其

主人的身份和种族等重要信息。

记者留意到《论述》中有一句话：

“出土铜镜数量最多的墓型是单室竖穴

木椁墓。”这是为什么呢？全洪解释：

“单室竖穴木椁墓，也是南越国数量最

多的墓葬。这些墓主，大多数是南越国

各级官吏或其他统治阶级，有点像我们

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在已发现的

‘墓主’中占比最多，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和财力。”

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铜镜的？

“应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必备用具。东

汉·班固《汉书·张敞传》里就有个典故

‘张敞画眉’，张敞替妻子画眉毛，现在

常用于比喻夫妻感情好，这就说明汉代

闺阁之中，铜镜已成为部分人的日常生

活必备用具。”

所以，许多墓葬中，都出现了铜镜

的身影。“截至1995年，已公布的南越国

时期墓葬中有 78 座墓共出土了 121 枚

铜镜。除了南越王墓一墓出 39枚较为

特殊外，其余多为一墓一镜，个别出 2
枚。（据《论述》）”

“陪葬使用铜镜，直接反映了人们

对喜爱的、流行的、贵重的物品的态

度。不同区域的习俗，也能体现出来。”

他进一步解释。

铜镜也是“王的收藏品”。记者在

《论述》中看到，如上所述，南越文王墓

不仅一墓就出39枚铜镜，还出土一枚特

别的“带托镜”，“因墓主生前好收集古

玩，墓中大量前朝的珍贵物品，这面镜

子当是赵眜收藏的战国铜镜”。

南越国也有自己生产的铜镜

最后，我们谈到南越国时期这些铜

镜的来源。

全洪认为，南越国时期的铜镜数量

较多，品种较齐，但绝大多数铜镜是由

内地输入，而非本地铸造。“因此，不能

直接推论其演变的过程。然而经过与

全国各地的铜镜进行比较，这批铜镜对

我国铜镜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

铜镜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南越时期

的铜镜不仅展示了区域性的铜镜发展

史，同时也反映出与全国铜镜史的发展

轨迹是步调一致的。”

“南越国时期的铜镜基本上是以汉

代出现的新型镜式为主的，如龙纹镜

等。虽然有一批战国时期的秦式和楚

式铜镜遗留下来，而战国镜沿用到秦汉

时期也是全国性的。到了汉武帝改制

以后，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洛阳等地

出现新的蟠螭铭文镜和草叶纹镜等新

的镜式时，南越国的后段也同步出现。

总而言之，南越国人所使用的铜镜是紧

随着同期中原内地的人们所使用和流

行的镜式的。”

随后，他着重强调，还有一个重要

的研究发现不容忽视，就是，南越国也

有自己生产的铜镜。

“我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指出有几枚铸造不精、纹饰粗糙的

铜镜，可能是南越本地仿制的。”记者看

到，《论述》中是这样写的：这几枚铜镜

与其他镜子相比较，除了纹饰不够精致

外，布局方面也有不同。南越王墓

E121、E98、F31中的几面镜子，都存在线

条滞钝，纹饰不够清晰、明快，铸造较粗

的现象。而还有三枚铜镜，就是研究文

章中分类的Ⅺ型镜，其纹饰相同，大小

相近，铸造粗陋，主体纹饰不易辨认。

从它有方框及方座四角外伸四叶看，显

然是受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偏后流行的

蟠螭纹铭文镜和草叶纹镜的影响而铸

造。由于只见于南越国，未见于其他地

方，可能是南越国的工匠模仿新出现的

镜式铸造的。

“更重要的是，”他补充说道，“其实

除了类型学判断之外，我们还做了成分

分析，结果表明其成分与楚镜不同，应

是本地制作，但工艺水平与中原内地仍

有差距。这也表明随着越文化融入汉

文化之中，南越当时逐渐掌握了部分铸

铜技术。”

在这一场岭南铜镜从无到有、从外

来到“自制”的精彩历程中，全洪认为，

岭南地区使用铜镜乃中原汉人南徙即

“文化融合”的结果，南越国时期的铜

镜，为研究秦平南越之后岭南进入崭新

发展阶段所引起的南越文化变迁、汉越

文化融合，提供了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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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全洪：南越国铜镜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实证
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也是南越文

王墓发掘40周年；而在2022年10月，“广
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也入
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统
一的大背景下，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
文化面貌，正在深化呈现。“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岭南地区考古学研究
的重大学术课题”，日前，广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全洪，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如是表示。

全洪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
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
项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
古学研究”子项目的岭南部分主要负责人，
从事岭南考古30多年，对此重大课题有着
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如何逐步复原南越时期文化融合面
貌？铜镜，在考古研究中，是一个很好的载
体。记者曾读过全洪此前发表的《南越国
铜镜论述》，该文至今仍是南越国时期铜镜
研究的代表之作。本次，结合当年资料，全
洪进一步给记者做了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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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文王墓中共出土绘画铜镜四面，其中这
一面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大的西汉绘画铜
镜。铜镜绘画分为内外两区，区内绘卷云纹图
案，外区绘人物，使用的颜料有白和青绿等
色。绘画内容是两人跨步弓腰击剑，两侧数人
旁观的图案。绘画铜镜出现于战国晚期，所绘
内容多为云纹、动物纹，出土很少。这面铜镜
的绘画风格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帛画有相似之处。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带托复合铜镜，南越文王墓出土。大家常被其为复合铜镜这个特征所吸
引，而其实仔细观察，铜镜镜托上的纹饰极为美观。托上共有 9枚乳丁，乳
丁座以红铜制成四叶花瓣形，其上错金丝；镜托的整体使用金银错，制成几
何勾连纹，缝隙处镶嵌绿松石，形成绚丽多彩的风格。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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